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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内容分析法, 剖析 1997—2012 年《纽约时报》、《卫报》、《澳大利亚人报》和《中国日报》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每年一度的缔约方大会期间关于气候变化的 1549 篇报道, 就其历年来的报

道数量、使用的信息框架、信息源状况以及针对中国的报道数量状况进行分析, 并对 2009 年 12 月至 2013

年 6 月《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针对中国的 315 篇气候变化报道进行态度分析。结果表

明: 1) 当有新的条约或协议出台时, 媒体会给予更多的报道; 2) 各国媒体使用的报道框架与其所属国的国际

气候变化谈判立场相关联; 3)《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对中国谈判形象的报道整体上负

面, 但在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上进行了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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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used media content analysis to study reports on climate-related issues from four quality 

newspapers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The Australian, and China Daily). The news media reporting was 

analyzed, including coverage, frame, and source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 during the COPs from 1997 to 

2012. Reporting attitude of China in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and The Australian for the period of Dec. 

2009 to Jun. 2013 was also investigated. Results show that high coverage appears during conferences where 

important accord, agreement, or declaration are made; the frame used is well aligned with their stand point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the reporting attitude toward China in 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and 

The Australian is overall negative, but positive on domestic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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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后果的灾难性、影响的广泛性和应对

的挑战性, 使其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环境问

题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极

端气候事件增多, 带来的影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

免。目前科学界一致认为大气中以二氧化碳为主的

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1]。二

氧化碳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烧的产物 , 化石燃料如

煤、石油、天然气又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因

此,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

问题, 而且成为涉及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复

杂的全球问题。 

1992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

《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正

式形成, 从此针对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协作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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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约》下每年一度(自 1995 年起)的缔约方大

会(COP)是各国就减排目标、减排任务分担和资金

技术援助机制等关键问题进行谈判的主要场所。然

而, 至今尚未出台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能够有效

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制定的

《京都议定书》被寄予厚望 , 在“共同但有区别责

任”的原则下为发达国家设置了减排目标。随着以

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

增加, 这种“双轨”减排机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

国家的强烈反对, 致使谈判停滞不前。这一谈判困

境主要源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

平、历史排放贡献以及预计未来可能排放贡献的不

同而导致的巨大政治分歧。因此, 应对气候变化共

识的达成需要充分了解各方的立场和态度, 知道分

歧所在方能达成合作协议。 

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也是公众和

政府之间进行信息沟通, 进而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

重要渠道 [2]。在国际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 , 普通 

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微弱 , 精英在其中起重要的作   

用 [3]。就气候变化议题而言, 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

及复杂性, 对之表现出兴趣且对与此相关话题有影

响能力的主要是科学家、政治家等在内的社会精英

群体[4]。精英是精英媒体的主要阅读群体。精英媒

体对国际政策信息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左 

右 [5], 但是由于其阅读群体 , 也就是精英群体 , 具

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精英媒体也会因此反过来影

响国际政策议程设置[6]。本研究将精英媒体作为研

究对象, 探讨不同国家对于气候变化谈判报道的异

同, 同时观察他国精英媒体在报道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上采取的态度。 

根据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地缘政治形势 , 

本文选取 4 个代表性国家: 中国、美国、英国和澳

大利亚, 并对其精英媒体有关气候变化的报道进行

对比分析 , 所选取的精英媒体分别为《中国日报

(英文版)》(China Daily)、《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卫报》(The Guardian)和《澳大利

亚人报》(The Australian)。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

博弈中, 各国因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排放量和减排

意愿的差异形成几个代表性阵营。以美国、欧盟为

首的发达国家阵营历史温室气体排放量巨大。美国

作为曾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高且长久以来全

球人均排放水平居全球前列的国家, 对《京都议定

书》的减排模式一直持反对态度, 认为发展中国家

应同等地承担减排义务, 同时也左右着发达国家阵

营中伞形集团(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国

家)的决策意见和谈判立场 [7]。澳大利亚在内的伞

形集团虽然表现亲美立场, 但却更积极地在进行自

主减排工作。同为发达国家的欧盟国家则无论在参

与国际谈判和减排工作, 还是资助其他国家减排上

都是最积极的国家集体。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

阵营未来温室气体排放潜力巨大。中国作为发展中

国家谈判的主要力量, 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于 2006

年超过美国[8], 是目前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最

高的国家 , 也是《京都议定书》中“共同而有区别

责任”减排战略的强力支持者。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展开研究。内容分析法

常用来表现新闻报道内容的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其

内涵和外延提供依据[9]。在已有气候变化议题报道

的内容分析中, 有些通过定量分析, 归纳报道数量

等特征参数的变化来反映一段时间内气候变化报道

的发展趋势, 有些则通过定性分析, 具体地解析气

候新闻的内容, 通过观察报道中用词、语气等的呈

现, 总结报道特征并且预测读者的态度。本文采用

比较常见的框架分析进行新闻报道的解读[10], 通过

对文章报道数量、使用信息源和报道态度的挖掘 , 

最终得到全面的内容分析结果。 

1.1  样本的选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每年一度的缔

约方大会是各国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角斗场, 是各

国表明态度、观点的时刻, 所以本文选取缔约方大

会期间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由于第一、二次缔约

方大会并未引起关注, 因此本文仅将第三次缔约方

大会(1997)到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2012)作为 4 家

媒 体 的 报 道 采 样 区 间 。 样 本 的 收 集 以 英 文 单 词

“climate”和英文会议地点为关键词搜索。如第十七

次缔约方大会是在南非的德班(Durban)召开 , 那么

搜 索 这 次 会 议 报 道 时 所 用 关 键 词 为 “Durban” 和

“climate”, 样本收集时间为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1 日。 

《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

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数据是在 Lexis-Nexis®数据库

中搜集。由于该数据库缺乏《中国日报》相应的数

据, 本研究直接使用其官方网站搜索引擎搜索获得

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数据。本文保留所有体裁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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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排除不相关报道和读者来信(因其并非源于媒

体自身观点)后, 得到 4 家媒体在 1997—2012 年的

16 次 缔 约方 大 会 相 应的 会 议 时 间日 期 内 发 布的

1549 篇报道 , 其中《纽约时报》203 篇、《卫报》

411 篇、《澳大利亚人报》317 篇、《中国日报》

618 篇。 

此外, 为从媒体的视角勾勒目前我国国际气候

变化谈判的形势, 本文统计了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以后, 《中国日报》以外其他 3 家媒体以中国为主

要报道对象时使用的议论主题和态度。样本的采集

同样通过 Lexis-Nexis®数据库, 关键词为“climate”, 

时间跨度为 2009 年 12 月 3 日至 2013 年 6 月 15 日

(样本跨度)。为了保证文章以中国为报道对象, 本

文参考 Billett[11]的方法 , 要求样本文章中要出现

“China”超过 5 次(含 5 次)。最后得到《纽约时报》

127 篇 、 《 卫 报 》 75 篇 以 及 《 澳 大 利 亚 人 报 》  

113 篇。 

1.2  框架分析 
框架指在对一个客观事实或事件进行文本呈现

时 , 记者或编辑选取该事件的某些方面加以强调 , 

这些方面可能包括问题的定位、因果的解读、价值

的判断和解决措施的建议 [12]。这种对新闻事件信

息的选择和强调会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乃至态 

度[13]。为了了解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框架特点, 研

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Trumbo[14]按照 Entman[12]

给出的 4 个角度, 定义了“气候变化影响”、“气候变

化证据”、“应对行为”和“解决方法” 4个框架来挖掘

美国 5 家主流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 , 发现框架的 

使 用 情 况 与 信 息 来 源 的 类 型 有 很 强 的 一 致 性 。

Brossard 等 [15]将 框 架 分 为 “新 的 证 据 ”、 “科 学 背

景”、“后果”、“经济”、“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和

“天气现状”来分析法国和美国气候变化报道关注的

重点。Dirikx 等 [16]使用“责任”、“冲突”、“经济后

果”、“人类利益”和“道德” 5个框架来分析德国和法

国的报道取向。在气候变化科学备受争议的社会背

景下, Antilla[17]对美国媒体的气候报道进行框架分

析时 , 定义了“有根据的科学”、“模糊的原因和影

响”, “不确定的科学”和“矛盾的科学” 4 个框架, 来

展示 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2 月美国 5 家主流媒体

对气候变化科学性的报道情况。如前所述, 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环节之

一, 但在气候变化报道领域内并没有学者将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作为重要课题进行专门研究。因此, 本

文以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的媒体报道作为研究样

本, 展示和比较 4 个国家精英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 

本研究的框架设置严格按照内容分析方法, 采

用循环检验方式, 在借鉴已有类似研究的分类方式

的同时, 在阅读新闻的过程中对已有的分类方式进

行添加、删除或者修改。通读一遍文章之后得出分

类草案, 再读第二遍对该草案进行核实, 每读 40 篇

对修改率进行统计, 直到修改率低于 10%。最终总

结出 12 种不同的议题框架 , 分别是责任、人权、

会议成果、科技、行为、冲突、预测、经济、处理

措施、国内政策、国际政策和影响(见表 1)。 

表 1  框架说明 
Table 1  Frame categories 

框架 报道内容说明 

国际政策 国际间合作或者谈判等 

国内政策 本国或者外国单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影响 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影响 

预测 对会议结果的预测, 或对会后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发展方向的预测 

冲突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 或者陈述了不同利益集团发言人对他方的负面评价 

行为 会议内外人员的举动, 区别于言论, 比如游行示威 

处理措施 针对气候变化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 

会议成果 对会议的成果进行描述或评价 

科技 新的科学研究发现 

经济 涉及经济问题的报道, 或者经济背景的剖析 

责任 关于全球碳排放量和减排任务, 本国或他国应该承担的责任 

人权 由气候变化问题延伸出的人权问题, 本次新闻样本中多以贫困国家遭受全球变暖影响为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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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家报纸在缔约方大会期间关于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篇数随时间的变化(COP3至 COP18 对应于 1997—2012 年) 
Fig. 1  Trend of coverage of climate reporting from the four newspapers from COP3 to COP18 (1997–2012) 

本研究对这 1549 篇报道进行细致的阅读, 阅

读者由 6 人构成。按照内容分析法要求, 进行编码

者间可信度检验 , 其结果在可接受范围内(Cohen’s 

Kappa =0.82), 证明编码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2  结果与讨论 
2.1  报道数量 

报道的数量及其趋势是判断报道关注程度最直

观的指标。本文根据气候变化议题报道的数量和趋

势, 将 1997—2012 年划分为 4 个阶段, 对媒体关注

的变化进行解读。我们发现 , 对应谈判进程变化 , 

各大报纸的报道数量也发生了可观察的协同的变化

(图 1), 具体划分如下。 

第一阶段(1997—2000 年)为关注开启阶段, 在

此期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到第六次缔约方

大会(COP6)召开。在 1997 年的 COP3 上通过了

《 京 都 议 定 书 》 , 国 际 社 会 开 始 高 度 关 注 气 候 变  

化[18], 同时也对应着媒体较高的报道数量。但是在

之后的几届会议上, 《京都议定书》因没有具体可

操作性的进展而面临废除的危险[19]。在此阶段, 除

《中国日报》外其他 3 家媒体的报道都呈现相似的

下降趋势。《纽约时报》和《卫报》2000 年报道

的数量有所上升。与此相对应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

(COP6)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开发与转

让、能力建设和资金机制等问题上的立场差距逐渐

明显,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第二阶段(2001—2004 年)为关注走低阶段, 在

此期间第七次缔约方大会(COP7)到第十次缔约方

大会(COP10)召开。在 2001 年的 COP7 会议上签署

的 《 马 拉 喀 什 部 长 宣 言 》 (Marrakesh Ministerial 

Declaration)针对《京都议定书》提出进一步的具体

操作方案, 标志着谈判进入到新的阶段。该年, 以

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德里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部长宣言》, 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

正式参与到会议的讨论和成果的贡献中, 也因此激

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 使得在随后两

年中谈判停滞不前 [20], 对应每家媒体的报道都非 

常少。 

第三阶段(2005—2008 年)为关注恢复阶段, 在

此期间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COP11)到第十四次缔

约方大会(COP14)召开。2005 年 2 月 16 日, 俄罗

斯在谈判上的让步使得《京都议定书》得以正式生

效, 成为谈判新的转折点。第一次议定书成员会议

(CMP1)的召开意味着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国际政

策的讨论已经开始。随着谈判僵局的缓解, 所有媒

体的报道数量呈现小幅度的上升, 报道趋势开始呈

起伏状态循环, 在 2007 年再次升高。2007 年的巴

厘气候变化会议制定的《巴厘路线图》为此后两年

的谈判工作布置了任务, 包括一系列具有远见的应

对气候变化政策。但是, 随着讨论的深入, 各个国

家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注意力逐渐转移, 导致会议

再一次遇到瓶颈[21], 2008 年各媒体的报道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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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家外媒在缔约方大会期间针对中国气候变化议题报道占比随时间的变化(COP3至COP18 对应于 1997—2012 年) 
Fig. 2  Coverage of reporting on China from the other three newspapers from COP3 to COP18 (1997–2012) 

许多。 

第四阶段(2009—2012 年)为关注趋异阶段, 此

期间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至第十八次缔约

方大会(COP18)召开。2009 年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

是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一次气候变化会议, 各家媒

体的报道数量也在 2009 年一同达到巅峰, 这是因

为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内的多国重要领导人参与此次会议, 成为全球关注

的焦点。虽然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

起草了《哥本哈根协议》, 但是此次会议之后各国

仍对于减排目标和《京都议定书》存续等问题存有

分歧 [22], 各家媒体的报道数量也发生了趋异的变

化。《卫报》的报道数量比此前稍多, 延续着起伏

趋势; 《中国日报》则在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时达

到巅峰后迅速下降, 在 2011 和 2012 年保持稳定; 

《纽约时报》和《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数量在

2009 年之后下降, 且持续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美国

总统奥巴马由于国会阻碍, 无法兑现气候变化的应

对承诺, 政治意愿逐渐降低, 《纽约时报》的报道

也逐渐减少。《澳大利亚人报》则可能因为国内外

政策冲突性的减弱, 逐渐撤离关注。 

从前 3 个阶段的报道状况来看, 报道数量的峰

值基本上都出现在有新的协议或声明出台的会议期

间, 而当谈判遇到瓶颈时, 有关谈判的报道也会减

少甚至为零。在谈判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第四阶段 , 

趋异的报道趋势变化则与各国政治意愿呈现高度的

一致性: 中国在逐渐升温的内外压力之下, 迫切希

望最大程度地争取谈判权益, 同时《中国日报》在

第三、四阶段也成为气候报道的主力; 美国和澳大

利 亚 则 因 为 诉 求 无 法 得 到 回 应 而 丧 失 谈 判 热 情 , 

《纽约时报》和《澳大利亚人报》也随之逐渐降低

了关注的力度; 英国一直积极参与会议, 所以《卫

报》的报道数量虽有起伏, 但相对稳定。 

本文提取 3 家外媒在缔约方大会期间针对中国

的气候变化报道, 采取的方法与后续态度分析部分

相同。3 个国家基本上都是从第三阶段中期开始针

对中国进行连续报道(图 2)。《澳大利亚人报》以

中国为主要对象的报道比例基本上维持在 10%~ 

20%, 但在第十六次会议中降到 3.8%, 在第十八次

会议中消失。《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在第一次

出现时就达到 1/3, 并呈现出以第十六次大会为高

点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卫报》的报道量最少 , 

且一直处在10% 以内的较低水平。这 3 家媒体针对

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集中在中国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

排放和国际气候谈判影响力上。 

2.2  信息来源 
新闻的信息源指引用了谁说的话。一方面, 信

息来源的使用体现出媒体在进行议题报道时选取的

立场偏好[14]; 另一方面, 信息来源的呈现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公众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性质的认知 [23], 

比如, 更多地引用科学家的言论, 受众就会认为这

是一个科学事件。本文归结出 7 种信息源, 包括政

府官员、科学家、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官员、非政

府组织(NGO)、企业、公众以及其他。图3展示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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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时期媒体常用框架 
Table 2  Three most common used frames in each period of each newspaper 

阶段 纽约时报 卫报 中国日报 澳大利亚人报 

COP3 至 COP6 

冲突(15, 3) 

国际政策(14, 3) 

国内政策(10, 1) 

责任(31, 4) 

处理措施(19, 1) 

影响(17, 2) 

— 

冲突(26, 3) 

国际政策(25, 3) 

国内政策(18, 1) 

COP7 至 COP10 

会议成果(4, 1) 

冲突(3, 3) 

责任(3, 4) 

影响(4, 2) 

国内政策(2, 1) 

预测(2, 2) 

影响(3, 2) 

国际政策(3, 3) 

预测(2, 2) 

国际政策(5, 3) 

处理措施(5, 1) 

国内政策(3, 1) 

COP11 至 COP14 

冲突(10, 3) 

责任(9, 4) 

国内政策(8, 1) 

国内政策(18, 1) 

责任(17, 4) 

冲突(10, 3) 

国际政策(51, 3) 

国内政策(31, 1) 

责任(24, 4) 

责任(34, 1) 

国际政策(30, 3) 

冲突(16, 3) 

COP15 至 COP18 

冲突(27, 3) 

预测(19, 2) 

行为(18, 1) 

国际政策(56, 3) 

责任(42, 4) 

冲突(31, 3) 

国际政策(175, 3) 

国内政策(123, 1) 

处理措施(115, 1) 

国际政策(75, 3) 

冲突(68, 3) 

国内政策(64, 1) 

框架特点 以会议进程和本国情况为主 从气候变化向谈判讨论变化 从气候变化向本国情况变化 以会议进程和本国情况为主 

说明: 括号内数字分别为使用该框架篇数和框架成分。 

 

图 3  不同媒体使用信息源的篇数百分比 
Fig. 3  Source percentage applied by the four newspapers 

 
媒体 16 年内采用的信息源比例。 

如图 3 所示, 各报纸均以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作

为主要信息源使用, 均占 50% 以上, 《澳大利亚人

报》对这两者的信息引用接近 80%。《中国日报》

相对较多地倾听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声, 如世界自然

基金会等。《卫报》则相对更多地使用了民众和其

他人作为信息源, 如作家等。 

2.3  报道框架 
框架使用的差异可以体现不同媒体在报道气候

变化问题时选择的视角和强调的重点。表 2 展示本

文选取样本中各家报纸在不同时期最常使用的 3 个

框架以及使用该框架的报道篇目数量。由于12个框

架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较, 因此本文使用主成分分

析法 , 将 4 家报纸对 12 个框架的使用情况进行简

化。结果表明, 框架主要有 4 种成分。 

1) 本国情况关注框架: 国内政策、处理措施、

经济、行为、科技、会议成果和人权。  

2) 气候变化关注框架: 影响和预测。 

3) 会议进程关注框架: 国际政策和冲突。 

4) 谈判讨论关注框架: 责任。 

这 4 种成分的划分不仅验证了框架分类的合理

性, 还可以辅助了解各报刊在使用某一框架时实际

关注的侧重点。以表 2 中《中国日报》在第七次到

第十次气候会议期间的报道为例, 该报刊在此阶段

最多使用了影响、国际政策和预测 3 个框架, 可以

反映出其在报道会议进程和气候变化问题时的主要

视角。 

如 表 2 所示 , 综合 4 个时间段的报道框架来  

看, 《纽约时报》最常用的框架成分是会议进程和

本 国 情 况 , 最 多 使 用 的 框 架 是 冲 突 。 在 美 国 反   

对《京都议定书》的谈判立场影响下 , 《纽约时

报》将《京都议定书》作为一个吸引眼球的冲突事

件进行报道, 以取得更多关注。《纽约时报》的框

架和信息源(从官员、专家延伸到会议外人员)使用

变化与美国从谈判的“参与者”到“旁观者”的过程十

分相仿, 并最终一致地将目光聚焦到美国与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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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人报》在 
气候变化议题上对中国的报道态度 

Fig. 4  Report attitude towards China of the other  
three newspapers  

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减排分歧的问题上[24]。 
《澳大利亚人报》与《纽约时报》的框架使用

相似, 且最关注国际政策和冲突。虽然澳大利亚政

府在工党执政期间回归《京都议定书》, 但《澳大

利亚人报》并没有因此开始支持的报道, 反而开始

忧心能源价格的上涨, 而能源价格也是引发澳大利

亚国内政党间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25]。这一焦点

问题的关注也使得《澳大利亚人报》将政府官员作

为最主要的信息源。另外, 由于《京都议定书》对

于澳大利亚没有减排要求, 该报在早期报道中出现

的解决问题的框架也逐渐减少。 

《卫报》最常将“冲突”和“责任”框架同时使用, 

且报道的框架成分从气候变化向谈判讨论变化。

《卫报》在第一、二阶段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本身, 

使用影响和预测框架。在第三阶段, 《卫报》的报

道数量上升, 对应使用的框架是国内政策、冲突和

责任, 从整体上与欧盟支持谈判、关心谈判进程且

希望成为政策带领者的态度相符 [26]。但在第四阶

段, 除了强调冲突和责任两个核心议题之外, 也关

注于国际政策。 

《中国日报》始终贯彻国际政策框架的使用 , 

在成分变化上与《卫报》相似。中国是《京都议定

书》的坚定追随者[21], 因此一贯地采用国际政策框

架。《中国日报》在国内政策的报道上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 , 与中国近年来努力建设国内政策体系 , 

提高国际谈判能力一致。同时, 为了追求更多的声

音支持, 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多地引用非政府组

织的支援声音。 

另外, 可能由于媒体自身文化差异, 发达国家

媒体虽然具体的框架使用和其所属成分不同, 但统

一采用了“冲突”趋向的报道框架, 而中国媒体则从

未将“冲突”作为常用框架使用。 

2.4  报道态度 
将针对中国报道的主要议题分为谈判(即在谈

判过程中的表现)、排放状况、预测(对中国对气候

变化形势影响的预测)、国内政策、国际合作、经

济(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和研究(在气候变化研究上的

表现) 7 个主题。报道态度使用“正面”、“负面”和

“中立” 3 个维度进行归类。“正面”报道指文章在呈

现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时, 采用积极的口吻或使用正

面性质的词语来形容中国。例如, 《纽约时报》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刊登的一篇名为《中美缩小气候

谈判分歧》的报道指出, 中国谈判策略的调整减小

了与美国的谈判分歧, 中国此举有助于谈判僵局的

缓解和谈判最终取得成功 [27]。这就是一篇以谈判

为主题的“正面”报道。相反地, “负面”报道指以消

极或指责的口吻报道中国, 或使用负面的词语来形

容中国的文章。“中立”报道则指以中国为事件叙述

对象, 但不带有积极或消极评论的新闻。 

图 4 为《纽约时报》、《卫报》和《澳大利亚

人报》对中国进行正面、中立和负面的报道数量。

其中, 谈判和国内政策是最热议的话题, 其次是排

放状况、国际合作, 最后是预测、经济和研究。总

体来看 , 这 3 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体呈负面状

态。单独从某一议题来看, 《纽约时报》常用负面

的态度报道中国的排放形势, 《卫报》和《澳大利

亚人报》则更常用负面的态度报道中国的谈判角

色。但是, 从正面报道情况来看, 这 3 个国家都对

中国的国内政策进行了比较频繁的讨论, 国际合作

的报道虽然数量偏少 , 但是也以正面报道为主。

《澳大利亚人报》在给予中国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

正面报道的同时, 在报道数量上给予中国稳定而持

续的关注(如图 2), 也更多地以正面的眼光来预测中

国未来在谈判中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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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气候变化会议期间中国、美国、澳大

利亚和英国 4 个国家精英媒体的报道, 本研究得到

以下结论。 

1) 报道数量的峰值基本上都出现在有新的协议

或声明出台的会议期间, 而当谈判陷入瓶颈时, 有

关谈判的报道也会减少, 甚至为零。在谈判基本上

停滞不前的第四阶段, 趋异的报道趋势变化与各国

政治意愿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2) 报道框架的动态变化体现了各媒体的报道方

式与其所属国家在国际气候变化舞台上的谈判立场

有着重要联系。 

3) 其他三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排放形势和谈判角

色持比较负面的报道态度 , 在这些媒体的报道中 , 

中国不仅占据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首位, 并且在谈

判中阻碍了协议的达成。但是, 对于中国国际合作

和国内政策却给予比较高的关注和正面评价[28]。 

目前, 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解

决气候变化谈判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加强中美合 

作[29–30], 美国应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中国及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应 该 开 始 承 担 温 室 气 体 减 排 的 责   

任 [7]。为应对这一压力, 中国媒体也对应地将国际

政策(包括国际合作)和国内政策提到报道的首位。

态度分析研究的结果指出, 中国除了在排放上受到

指责 , 在会议进程上的立场和行为也得到负面评

价。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媒体来说, 全球第一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的高额成本是目前面临的最

棘手的问题, 但是建立国际社会形象也不容忽视。 

总之, 各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内容和对中国的

报道态度可能受到国际谈判进程或所属国谈判立

场、政治意愿、政策导向、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本文在解释或预测气候报道可能对气候政策造成的

影响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目前, 气候谈判形势仍旧

瞬息万变, 媒体在其中可能发挥的具体作用仍然不

能完全被揭示。在未来的研究中, 可以使用更深层

次的国际政策分析方法, 进一步挖掘气候报道与气

候政治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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